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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洲滩植被生长动态及其对水流阻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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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长江中游洲滩典型水生植物芦苇为研究对象,构建了考虑淹水胁迫影响的芦苇生长模型及

其生物量分层模型,提出了一种考虑芦苇生长动态的等效曼宁糙率计算方法,分析了不同洪水淹没

条件和不同芦苇生长过程对等效曼宁糙率的影响,并建立了非淹没状态下等效曼宁糙率与芦苇地

上生物量、相对淹没度的经验计算公式。 结果表明:考虑淹水胁迫影响的芦苇生长模型可以较好地

模拟芦苇地上生物量和形态参数的变化过程,模拟结果纳什效率系数为 0. 85 ~ 0. 94;芦苇生物量和

阻水面积有相似的垂向分布规律,以相对高度 0. 3 为界限,芦苇茎阻水面积上小下大,叶阻水面积

下小上大,在相对高度 0. 7 以下芦苇总阻水面积和地上生物量近似呈均匀分布;最大等效曼宁糙率

计算值约为 0. 300,淹水胁迫影响下芦苇地上生物量减少,导致同水深条件下等效曼宁糙率值减小

10. 0% ~ 29. 1%。
关键词:芦苇生长;等效曼宁糙率;生物量;阻水面积;相对淹没度;长江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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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typical
 

beach
 

equatic
 

plant,
 

phragmites
 

australis,
 

as
 

the
 

study
 

object,
 

a
 

growth
 

dynamic
 

model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considering
 

flooding
 

stress
 

and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biomass
 

were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
 

A
 

calculation
 

method
 

was
 

then
 

proposed
 

of
 

equivalent
 

Manning
 

roughness
 

which
 

considered
 

the
 

growth
 

dynamic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Based
 

on
 

this
 

method,
 

the
 

differences
 

in
 

equivalent
 

Manning
 

roughness
 

under
 

different
 

Phragmites
 

australis
 

growth
 

processes
 

and
 

flooding
 

conditions
 

were
 

analyzed.
 

An
 

empirical
 

formula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equivalent
 

Manning
 

roughness,
 

aboveground
 

biomass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relative
 

submergence
 

degree
 

under
 

the
 

non-submerged
 

condi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wth
 

dynamic
 

model
 

could
 

effectively
 

simulate
 

the
 

change
 

processes
 

of
 

aboveground
 

biomass
 

and
 

morphology
 

parameters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with
 

the
 

Nash
 

efficiency
 

coefficient
 

ranging
 

between
 

0. 85
 

and
 

0. 94. Similar
 

vertic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existed
 

in
 

biomass
 

and
 

flow
 

blocking
 

area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With
 

a
 

critical
 

relative
 

height
 

of
 

0. 3,
 

the
 

flow
 

blocking
 

area
 

of
 

stems
 

was
 

characterized
 

by
 

more
 

below
 

and
 

less
 

above,
 

and
 

the
 

flow
 

blocking
 

area
 

of
 

leaves
 

was
 

characterized
 

by
  

less
 

below
 

and
 

more
 

above.
 

The
 

total
 

flow
 

blocking
 

area
 

and
 

aboveground
 

biomass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were
 

approximately
 

uniformly
 

distributed
 

below
 

a
 

relative
 

height
 

of
 

0. 7. The
 

calculated
 

maximum
 

equivalent
 

Manning
 

roughness
 

was
 

approximately
 

0. 300.
 

Under
 

the
 

effect
 

of
 

flooding
 

stress,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decreased,
 

resulting
 

in
 

a
 

10. 0% ~ 29. 1%
 

reduction
 

in
 

equivalent
 

Manning
 

roughness
 

under
 

the
 

same
 

water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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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生植物广泛生长于河流洲滩,具有促进泥沙

淤积并抑制泥沙再悬浮、 增强河岸稳定性等作

用[1-3] 。 水生植物的存在也增加了水流阻力,可能会

导致汛期洪水位的抬升,降低河道的行洪能力[4-5] 。
随着季节的更替,河流洲滩植物高度、直径等形态特

征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水流阻力随之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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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水生植物阻水特性的动态变化,构建考虑水生

植物生长过程的阻力计算方法,对于提高水动力学

模型的计算精度有着重要意义。
水生植被对流动的水体有作用力,这种作用力

的存在往往造成流动水体能量的损失,因此又称为

植被对水流的阻力[6] ,通常采用等效曼宁糙率 n、阻
力系数 f 或拖曳力系数 Cd 等来表征和计算植被对

水流的阻力。 20 世纪以来,相关学者通过理论推

导、原型河道观测和室内水槽试验等方法进行了含

植物水流阻力特性的研究。 例如:高学平等[6] 基于

水流运动能量守恒理论,通过测量平均流速和沿程

水面线,推求植物产生的 f 或 n;Chow[7] 基于含淹没

植物的试验数据,总结出 n 与流速 v、水力半径 R 的

经验关系(n-vR 关系曲线),表明 n 随 vR 的增大而

减小。 对于非淹没植物,n 可能随水深的增加而增

大[8] ,也可能随之减小[9] 。 Xu 等[10] 基于阻力和重

力平衡,通过测量植物对水流的阻力 F 和水流速度

u,研究了特定水生植物的 Cd;惠二青[11] 基于不同

种类植物 Cd 的影响因素,发现 Cd 受植物直径、淹没

水深、雷诺数以及植物叶片分布特点等因素的影响。
植被对水流的阻力会抬升水位,对河道宣泄洪水有

不利的影响[4-5] ,故需定量研究植被阻力对洪水位变

化的影响,该研究的关键在于提出适合天然河流洲

滩植被阻力的计算方法。
在现有的水沙动力学模型中,通常依据经验将

阻力系数设置为常数,根据植被种类选择相应的建

议值,或将阻力表达为水深、流速等水力参数的关系

式[5,7] 。 这些方法忽略了植被高度、直径、生物量等

相关参数变化带来的影响,可能导致植被阻力和河

道水位计算存在误差。 在植物形态特征方面,早期

水槽试验多采用刚性圆柱体模拟植物,无法反映不

同类型植物的形态特征差异[12] ,因此也有学者采用

按照一定比例尺缩小、用仿生材料制作的模型植物

进行水槽试验。 例如:Xu 等[10] 研究了宽叶香蒲、节
节菜两种不同水生植物的阻水特性,发现不同的植

物形态显著影响了流速以及紊动能在植物冠层内的

垂向分布;Liu 等[12-13]使用仿生形态的典型水生植物

(芦苇、菖蒲和香蒲)开展水槽试验,结果显示植物形

态差异会显著改变近底水流结构与紊动能强度,进而

影响推移质输移。 尽管上述研究均采用了仿生形态

的模型植物,但这些模型植物的排列方式,植株密度,
茎、叶分布特点等仍与自然条件有所不同,是否能够

真实反映植物的阻水特性值得商榷[14] 。
在植物动态生长方面,与水槽试验中固定不变

的模型植物不同,自然水生植物对水流的阻力会随

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变化程度取决于不同植物种

类的形态特征(生物量、高度、茎粗以及枝叶分布

等)、植被密度和生命周期[15] 。 例如: De
 

Doncker
等[16]对 Aa 河和 Biebrza 河进行了长期水力要素监

测和植被调查,发现春夏季的曼宁糙率比冬季高

10 倍,将其归因于春夏季植被生长旺盛而冬季植被

消失;Shucksmith 等[17]选用正在生长的苔草进行水

槽试验,结果表明随着苔草的生长成熟,叶片逐渐茂

盛,苔草对水流的阻力也随之增大;易雨君等[18] 提

出在考虑植被生长的过程中,不能忽视非适宜环境

条件下植被生物量的损失;叶晨等[19] 的水槽试验结

果表明,植被的茎、叶受水流淹没、冲刷的影响会逐

渐枯萎、腐烂甚至脱落,相较于茎、叶完好的植被条

件,其阻水效果显著降低。 总之,现有植被阻水特性

的计算方法多基于固定植物形态条件提出,只适用

于植物生长的某一阶段而非整个生长周期,且现有

研究对自然界水生植物真实形态特征的测量存在不

足。 因此在研究中应充分考虑植物生长动态变化对

水流阻力的影响,并进行长期的采样观测,获取自然

条件下的植物形态参数。
本文以长江中游洲滩典型水生植物芦苇为研究

对象,基于长期观测的芦苇生物量和形态参数,构建

考虑淹水胁迫影响的芦苇生长模型和芦苇生物量分

层模型,提出一种可以考虑芦苇生长动态变化的等

效曼宁糙率计算方法,并采用该方法研究了不同场

次洪水下等效曼宁糙率的变化及其与水深的关系,
以期为长江中游洲滩植被阻力计算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1. 1　 芦苇生长过程观测与模拟

1. 1. 1　 芦苇采样观测

长江中游洲滩植物种类繁多,其中以多年生禾

本科植物芦苇为典型代表。 芦苇有较强的环境适应

性和繁殖能力,是长江中游洲滩上的优势植物种类,
故以芦苇为典型植物进行观测和模拟[20] 。 以长江

中游武汉段左岸汉口江滩芦苇湿地为采样区域

(图 1),面积约 0. 72 km2,高程为 19 ~ 23 m,芦苇为

优势植物种类, 另外伴生有蒌蒿等其他植物。
2023 年 4—8 月进行连续采样和观测,平均每月采

样 1 次,累计采样植株 205 株(表 1)。 汉口江滩芦

苇通常于每年 6—7 月进入成熟期,其植株高度、直
径趋于稳定,故 8 月后不再进行采样。 每次采样时,
使用 RTK

 

(real-time
 

kinematic)进行定位,确定采点

样方的精确坐标,数出单位面积(1 m×1 m)植株的

数量即植株密度;测量芦苇植株的形态参数,包括植

株高度、茎基直径、叶片数量等;最后将芦苇样本的

茎秆和叶片裁剪分离,在干燥箱 105
 

℃ 温度下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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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80
 

℃ 温度下烘干至恒重,即为茎、叶的生物量,
二者之和为地上生物量。

图 1　 研究区概况

Fig. 1　 Overview
 

of
 

study
 

area

表 1　 芦苇采样信息

Table
 

1　 Sampling
 

information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采样
日期

植株
高度 / m

茎基
直径 /

 

mm
平均单株叶片

数量 / 片 n

2023-04-17 0. 76±0. 29 11. 4±4. 0 7. 2±1. 3 34
2023-05-09 1. 28±0. 38 12. 2±3. 9 9. 9±1. 7 34
2023-05-24 2. 33±0. 51 11. 6±2. 8 17. 6±2. 3 29
2023-06-16 2. 49±0. 47 12. 1±2. 4 15. 7±3. 9 87
2023-08-02 2. 39±0. 49 12. 8±2. 8 14. 3±4. 9 21

1. 1. 2　 芦苇生长模型

为计算芦苇的生长动态过程,采用考虑淹水胁

迫影响的芦苇生长动态物候模型[20] ,该模型可以计

算光合作用、呼吸作用、淹水胁迫、同化物质转移和

自然死亡等植物生理过程对芦苇生物量的影响。 模

型以研究区的日均温度、日总辐射量和日均水深作

为输入条件,计算芦苇生物量、植株高度和茎基直径

在一个生长周期的变化过程。 该模型控制方程

如下:
dB
dt

= Bp - Br - Bd + Bm + Bw
 (1)

hv = 0. 217 3B0. 342 7 (2)
dv = 2. 385 4B0. 204 3 (3)

式中:B 为芦苇不同器官(根、茎和叶)单位面积生

物量;Bp、Br、Bd、Bm、Bw 分别为芦苇不同器官每天因

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自然死亡、同化物质转移及淹

水胁迫等不同生理过程导致增加或减少的单位面积

生物量,相应的计算方法及参数取值见文献[ 20-

22];
 

Δt 为时间步长,取 1 d;hv、dv 分别为芦苇的植

株高度和茎基直径,采用芦苇形态参数与地上生物

量的幂函数关系计算,该关系由长江中下游多个洲

滩湿地实测芦苇生长数据拟合得到[20] 。
1. 1. 3　 芦苇生物量分层方法

当水深小于植物高度时,植物在垂向上的不同

形态特征是造成阻水作用差异的关键因素[10,12-13] 。
对于水槽试验中的芦苇模型,Gu 等[8]将叶片模拟物

等间距均匀分布于茎秆模拟物上;Liu 等[12-13] 制作

了底部较粗、顶部较细的茎秆模拟物,呈包裹状的叶

片模拟物以及花序模拟物,更加贴近真实的芦苇形

态,但对于模型植物和原型植物的形态相似性并未

进行定量对比;高学平等[6] 采用取自野外的芦苇植

株实体,但仅测量了植株高度、植株密度等基本的形

态参数,不足以描述芦苇在垂向上的形态特征。
本文基于实测汉口江滩芦苇茎、叶生物量分层

特性,提出芦苇生物量分层方法。 具体操作如下:
①通过调查,确定汉口江滩芦苇植株密度为 20 ~
100

 

株 / m2;②选取植株密度为 23、63、93
 

株 / m2 的

3 个样方,采集全部芦苇植株的地上部分;③在相对

高度 Hr
 =

 

1 / 3 和 Hr
 =

 

2 / 3 的位置将芦苇植株裁剪

分开(Hr 为植物样方中某一位置距地面的高度 hvi

与样方中最大植物高度 hvmax 的比值;④分别测定不

同植株密度下各层的茎、叶生物量,并计算各层茎、
叶生物量占该样方总茎、叶生物量的比例,如图 2
(a)(b)所示;⑤不同植株密度下茎、叶生物量各层

占比取平均值,作为该层茎、叶生物量占比;⑥假定

各层茎、叶生物量为均匀分布,根据各层生物量占比

即可计算不同相对高度的茎、叶生物量,如图 2( c)
所示。
1. 2　 等效曼宁糙率计算

水生植物生长区域的曼宁糙率由水流条件、床
面粗糙度和植物长势共同决定[23] 。 植物生长的茂

密程度对水流的阻力有着直接的影响,通常情况下

植物长势越茂盛,对水流的阻滞、拖曳作用越强

烈[6-7] 。 植物生长的茂密程度可以用垂直于水流方

向单位面积植物的投影面积来表征。 Petryk 等[23]

基于阻力和重力平衡,提出了含植物等效曼宁糙率

n 的计算公式,并将之广泛应用于评估植物对水流

的阻力特性,其表达式为

n = nb 1 +
Cd∑A
2gAL

1
nb

( )
2

R
4
3 (4)

式中:nb 为滩面糙率,不包括植物的影响,形状规

整、水流畅通的河流洲滩可取 0. 022[7] ;g 为重力加

速度;A 为水流的总过水面积;L 为对应的水流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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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芦苇分层生物量

Fig. 2　 Hierarchical
 

biomass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度;R 为水力半径,在水深较小的河漫滩上,R 可近

似等于水深 h;∑A 为植物阻挡水流的正投影面积

(阻水面积),为茎阻水面积∑A茎 和叶阻水面积∑
A叶 之和,即

∑A = ∑A茎 + ∑A叶 (5)

图 3　 芦苇茎、叶阻水面积与生物量的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s
 

between
 

flow
 

blocking
 

area
 

and
 

biomass
 

of
 

stems,
 

leaves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图 4　 芦苇采样点地上生物量、植株高度和茎基直径计算值与实测值对比

Fig. 4　 Comparisons
 

between
 

calculated
 

and
 

measured
 

aboveground
 

biomass,
 

plant
 

height,
 

and
 

stem
 

diameter
 

in
 

sampling
 

quadrats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参考 Liu 等[12] 的水槽试验结果,取 Cd 为 1. 0。
模型计算阻水面积的关键是将生物量与茎、叶的实

际阻水面积联系起来。 通常情况下,植被茎、叶生长

越茂盛,生物量越大,阻水面积也越大。 但由于植株

间的相互遮挡效应,生物量越大遮挡效应越显著,因
此阻水面积与生物量之间并非线性关系。 通过实测

不同茎、叶生物量的实际阻水面积(采用平行摄影

方法测量[24-25] ),拟合得到芦苇茎、叶阻水面积与生

物量的幂函数关系式,如图 3 所示。
芦苇生长区域等效曼宁糙率计算流程为:①采

用芦苇生长模型计算 B、hv 和 dv 的变化过程;②将

当日的淹没水深 h 与 hv 进行对比,判断淹没层数;
③通过芦苇生物量分层模型,得到水下部分的∑B茎

和∑B叶; ④根据阻水面积与生物量关系式,计算

∑A茎和∑A叶以及∑A;⑤代入式(4)进行计算。

2　 结果与分析

2. 1　 芦苇形态参数和生物量

长江中游洲滩上的芦苇通常于 3—4 月开始萌

发,芦苇幼苗破土而出;4—6 月芦苇快速生长,其高

度、茎粗和生物量均增加迅速。 成熟期后芦苇形态

趋于稳定,高度和茎粗无明显变化,但地上生物量开

始减小。 采用芦苇生长模型(式(1) ~
 

(3))对 S1、
S2 两个采样点芦苇的生长过程进行模拟,用连续实

测的 B、hv 和 dv 验证模拟结果,如图 4 所示。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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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地上生物量和植株高度的变化过程、峰值计算

结果与实际采样观测数据符合较好。 S1、S2 两个采

样点芦苇地上生物量峰值分别为 2 190、1 840 g / m2,
相对误差为-6. 91%和 0. 23%;最大植株高度分别

为 2. 66
 

、2. 55 m,相对误差为 3. 00%和 0. 13%;地上

生物量变化过程模拟的纳什效率系数分别为 0. 92
和 0. 85,植株高度变化过程模拟的纳什效率系数分

别为 0. 90 和 0. 94,表明芦苇生长模型具有良好的

模拟精度。 相对地,芦苇茎基直径变化的模拟结果

稍差,相对误差为-7. 74% ~ 23. 94%,总体来说茎基

直径变化过程的模拟结果在合理的范围内,没有出

现较大偏差。

图 5　 芦苇叶片数量和叶茎比随时间变化

Fig. 5　 Changes
 

in
 

number
 

of
 

leaves
 

and
 

leaf-stem
 

ratio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芦苇生长过程中,其高度和直径达到峰值可维持

稳定,而芦苇叶片生长和脱落更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

响,有较大的可变性[19,26] 。 定义叶生物量与茎生物

量的比值为叶茎比,单株芦苇平均叶片数量和叶茎比

随时间变化过程如图 5 所示。 4—6 月芦苇生长旺

季,随着植株高度的增加,芦苇叶片数量也迅速增加,
由 4 月的(7. 2 ± 1. 3) 片 / 株增加至 6 月的(17. 6 ±
2. 3)片 / 株,如图 5(a)所示。 同期的叶茎比也维持在

较大值,平均值为 0. 43,大于 Asaeda 等[21] 给出的定

值 0. 33。 这一时期,芦苇通过增加叶片数量来提高光

合作用效率,从而维持自身较快的生长速率[26] 。 进

入成 熟 期 后, 芦 苇 叶 片 数 量 由 6 月 的 ( 17. 6±
2. 3)片 / 株减少至 8 月的(14. 3±4. 9)片 / 株,平均叶

茎比也由 0. 43 减小至 0. 29。 进入成熟期后芦苇生

长速率减小,一方面部分叶片自然脱落[26] ;另一方

面可能受到淹水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部分叶片产生

腐烂和脱落现象[19] 。

芦苇阻水面积由茎秆和叶片两部分组成,但在

不同的相对高度二者所占的比例不同,总体规律是

茎阻水面积下大上小,叶阻水面积下小上大。 采用

平行 摄 影 法[24-25] 测 量 不 同 植 株 密 度 ( 23、 63、
93

 

株 / m2)下的芦苇茎、叶阻水面积,如图 6 所示。
∑A 在相对高度 0. 7 以下近似呈均匀分布, 为

(0. 17±0. 04)m2。 相对高度大于 0. 7 时,总阻水面

积迅速减小。 ∑A茎和∑A叶呈现不同的变化规律。
∑A茎随相对高度的增加而减小,而∑A叶随相对高度

先增大后减小,与茎、叶生物量沿垂向分布规律较为

一致(图 2),二者在相对高度 0. 3 处存在交点。 相

对高度小于 0. 3 时,茎、叶阻水面积占比均为 50%左

右,茎阻水面积占比稍多;相对高度大于 0. 3 时,叶
阻水面积占比迅速增加,为 60% ~ 90%,茎阻水面积

占比则迅速减小。

图 6　 芦苇茎、叶阻水面积随相对高度的变化

Fig. 6　 Changes
 

in
 

flow
 

blocking
 

areas
 

of
 

stems
 

and
 

leaves
 

under
 

different
 

relative
 

heights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2. 2　 等效曼宁糙率

在汛期洪水上滩时,洲滩上生长的芦苇对水流

运动产生阻滞作用[9,12] ,同时长期淹水环境也对芦

苇的生长带来胁迫效应[20] ,造成其生物量减少及形

态的改变,又反馈到芦苇的阻水作用中。 因此在计

算洲滩植被对水流的阻力时,有必要考虑植被动态

生长的影响。 为研究不同场次洪水和不同芦苇生长

过程汉口江滩芦苇对水流的阻力特性及差异,选取

2020 年和 2022 年汛期两个不同场次的洪水过程。
其中,2020 年洪水上滩时间从 6 月 24 日持续至

10 月 22 日,淹没历时 121 d,最大水深为 5. 64 m;
2022 年洪水上滩时间从 5 月 11 日 持续至 7 月

24 日,开始上滩时间早于 2020 年, 淹没历时为

75 d,最大水深为 3. 89 m,见图 7(a)。 采用考虑淹

水胁迫影响的芦苇生长模型[20]分别计算 2 a 中芦苇

的地上生物量变化过程,见图 7(b)。 计算结果显

示, 2020 年 汉 口 江 滩 芦 苇 地 上 生 物 量 峰 值 为

1 707 g / m2, 淹 水 造 成 地 上 生 物 量 减 少 值 达

1 288 g / m2,生物量损失占峰值的 75%,表明芦苇生

长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淹水胁迫作用。 2022 年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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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淹没水深和芦苇地上生物量变化过程

Fig. 7　 Changes
 

in
 

water
 

depth
 

and
 

aboveground
 

biomass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江滩芦苇地上生物量峰值为 1 953 g / m2,淹水时段

芦苇地上生物量先增加后减少,芦苇生长受洪水影

响相对较小。

图 8　 2020 年和 2022 年芦苇阻水面积和等效曼宁糙率变化

Fig. 8　 Changes
 

in
 

flow
 

blocking
 

area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and
 

equivalent
 

Manning
 

roughness
 

in
 

2020
 

and
 

2022

图 9　 不同年份等效曼宁糙率与淹没水深的关系

Fig. 9　 Relationships
 

between
 

equivalent
 

Manning
 

roughness
 

and
 

water
 

depth
 

in
 

different
 

years

由于水深和芦苇生物量随时间不断变化,芦苇

阻水面积和等效曼宁糙率也处于动态变化中,如

图 8 所示。 2020 年和 2022 年芦苇最大阻水面积分

别为 1. 09
 

、1. 18 m2,其中茎、叶阻水面积分别为

0. 48、0. 61 m2 和 0. 53、0. 65 m2,分别出现在洪水涨

水末期和退水初期,即芦苇地上生物量值较高且淹

没水深较大的时间段。 两年中最大等效曼宁糙率值

约为 0. 300。 在芦苇产生的阻水总面积中,叶片占

据主要部分,比例为 50% ~ 70%,计算结果与图 6 的

实测结果相当。 芦苇叶片生物量虽然仅为茎生物量

的 29% ~ 43%(图 5),但其对阻水面积和水流阻力

的贡献度要高于茎秆。 Gu 等[8] 的水槽试验结果也

表明植物叶片数量是影响等效曼宁糙率的重要因素

之一。

分别统计 2020 年和 2022 年洪水涨、退水两个

时段内等效曼宁糙率值与水深的关系,结果如图 9
所示。 由图 9 可知,在水深相同的情况下,2020 年

洪水涨水时段的等效曼宁糙率显著大于退水时段;
而 2022 年洪水涨、退水两个时段的等效曼宁糙率无

显著差异。
2022 年洪水对芦苇生长过程的影响较小,同水

深条件下退水时段芦苇地上生物量相较于涨水时段

变化了- 50 ~ 502 g / m2,而淹水初期生物量有所增

加;等效曼宁糙率变化范围为-0. 008 ~ 0. 009,涨退

水两个时段相差-4. 0% ~ 3. 8%。
2020 年芦苇生长遭受了更强的淹水胁迫效应,

同水深条件下退水时段芦苇地上生物量比涨水时段

减少 523~1287 g / m2,等效曼宁糙率相应减小 0. 030~
0. 067,减幅为 10. 0% ~29. 1%。 因此在水动力学模型

中,若忽略了植物动态生长引起的水流阻力变化,可
能导致水位、流速的计算值存在一定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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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等效曼宁糙率随水深的变化规律与河道中

绳套形的水位 流量关系曲线不同。 在洪水涨落过

程中,水流的非恒定性可能产生附加水面比降,使河

段槽蓄量、流量、水位之间不再呈单值函数关系,从
而形成绳套形的水位 流量关系曲线,并非河床阻力

变化导致的。 本文洪水在淹没过程中植被仍然处于

动态生长状态,因此导致了同水深条件下植被对水

流的阻力发生变化。

3　 讨　 论

3. 1　 等效曼宁糙率与芦苇地上生物量、相对淹没度

之间的关系

　 　 水动力参数(水深、流速)和植被参数(株高,茎
粗,植株密度,生物量以及茎、叶分布等)共同决定着

植被对水流的阻力[3,12,27-29] ,然而仅有少数研究给出

了同时包含水动力参数和植被参数的等效曼宁糙率

计算表达式[27,29] 。 基于芦苇生长过程和等效曼宁糙

率计算值,选取 B 和相对淹没度(某一时刻水深与植

被高度的比值)作为自变量,建立等效曼宁糙率与二

者的计算表达式。 已有研究表明,处于非淹没状态下

的植被对水流的阻力和植被生物量、相对淹没度均呈

正相关关系[27,29] 。 因此表达式表示为

n = a1B
a2(h / hv) a3 (6)

式中 a1、a2、a3 分别为待定参数,可采用二元函数非

线性拟合方法求得。 最终拟合得到等效曼宁糙率与

地上生物量、相对淹没度的经验公式:
n = 0. 051 8B0. 2190(h / hv) 0. 325 1

 

(7)
　 　 采用式(4)计算等效曼宁糙率值的决定系数为

 

0. 96,均方根误差(RMSE)为 0. 0107,表明选取的经

验公式较为合理。 式(7)可用于水动力学模型中近

似计算长江中游洲滩植被生长区域的等效曼宁糙率

值,从而提高模型计算精度。 采用式(7)得到的水

流阻力与相对淹没度、植被生物量之间的关系如

图 10 所示。 植被地上生物量较少(小于 500 g / m2 )
时,生物量增加促使植被对水流阻力迅速增大;植被

地上生物量较大时,生物量变化对等效曼宁糙率的

影响较小。 这是因为低生物量水平下,植被阻水面

积随生物量增加迅速增大,而较高生物量情况下植

株间的相互遮挡效应更强,阻水面积增速趋缓,图 3
表明了这一规律。 Barinas 等[27,29] 在含植被河道原

型观测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植被处于非淹没状

态下,其对水流的阻力随相对淹没度的增加而增大,
但增势趋缓,这与 Gu 等[8] 水槽试验的结论相同。
部分水槽试验结果表明,当水深继续增大至完全淹

没植被时,等效曼宁糙率趋向于定值[28] 。 因此当水

深远大于植被高度时,将等效曼宁糙率值设置为常

数是合理的。 但对于芦苇这种植株高大的水生植物

种类,多数情况下处于非淹没状态,则必须考虑水深

与植株高度之间的关系。

图 10　 等效曼宁糙率与芦苇地上生物量、相对淹没度的关系

Fig. 10　 Relationships
 

between
 

equivalent
 

Manning
 

roughness,
 

aboveground
 

biomass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and
 

relative
 

submergence
 

degrees

3. 2　 不同芦苇生物量分层方法对等效曼宁糙率的

影响

　 　 在研究芦苇阻水特性的水槽试验中,不同研究

者采用的芦苇模拟物在形态特征上差异较大,如圆

柱体无叶植物模型[14] 、 叶片均匀 分 布 植 物 模

型[8,30] 、叶片集中分布植物模型[13,31] 等。 针对不同

植物模型的形态特征,本文概化了 4 种不同的芦苇

生物量分层方法:①无叶芦苇。 茎生物量沿垂向均

匀分布,叶生物量为 0。 ②单层芦苇。 茎、叶生物量

沿垂向均匀分布。 ③双层芦苇。 茎生物量沿垂向均

匀分布。 在相对高度 hv / 3 以下,叶生物量为 0;相对

高度 hv / 3 以上,叶生物量沿垂向均匀分布。 ④3 层

芦苇模型。 以相对高度 hv / 3 和 2hv / 3 为界限,根据

实测值确定不同高度区间茎、叶生物量分配比例

(芦苇生物量分层方法(图 2))。 图 11 为采用不同

芦苇生物量分层方法对等效曼宁糙率的影响。 采用

无叶芦苇会显著低估植物对水流的阻力,相较于有

叶芦苇, 其等效曼宁糙率值偏小 0. 020 ~ 0. 080
(图 11(a))。 采用双层芦苇时,水深小于 hv / 3 时等

效曼宁糙率值较小,水深超过 hv / 3 时等效曼宁糙率

值迅速增大(图 11( b))。 表明当水流淹没到植物

的有叶层时,植物对水流的阻力显著增大,这与水槽

试验结论一致[13,31] 。 采用单层芦苇与 3 层芦苇的

结果较为接近,但单层芦苇不能很好地区分茎、叶对

水流阻力的贡献度,在计算茎、叶阻水面积时误差可

达 30%。
3. 3　 与已有含植被等效曼宁糙率研究结果的比较

现有研究通常采用理论推导、原型河道观测和

室内水槽试验等多种方法提出含植被等效曼宁糙率

的取值范围或计算表达式[6,29-32] ,认为植被密度是

影响等效曼宁糙率取值的重要因素,较大植被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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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不同芦苇生物量分层方法下等效曼宁糙率的差异

Fig. 11　 Differences
 

in
 

equivalent
 

Manning
 

roughness
 

under
 

different
 

hierarchical
 

methods
 

of
 

Phragmites
 

australis
 

biomass

产生较大的等效曼宁糙率。 De
 

Doncker 等[29] 基于

实测植被和水动力参数拟合得到等效曼宁糙率与植

被生物量的经验关系式,糙率取值范围为 0. 040 ~
0. 350;Errico 等[32]通过人工收割的方法控制河道中

芦苇的长势, 不同植被条件下糙率取值范围为

0. 129 ~ 0. 495,均表明植被的生长动态是影响等效

曼宁糙率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文适用的芦苇植被密

度范围是 20 ~ 100 株 / m2,最大等效曼宁糙率计算值

约 0. 300, 等效曼宁糙率计算值在合理的范围

内[6,31] ,与文献[29]和文献[32]中原型观测的取值

范围相当。

4　 结　 论

a.
 

长江中游洲滩芦苇于 3—4 月萌发,4—6 月

为快速生长阶段,其高度、茎粗、地上生物量、叶片数

量和叶茎比均快速增加。 进入成熟期后芦苇形态趋

于稳定,地上生物量、叶片数量和叶茎比开始减小。
采用考虑淹水胁迫影响的芦苇生长模型可以较好地

模拟芦苇生长动态过程,模拟结果的纳什效率系数

为 0. 85 ~ 0. 94。
b.

 

芦苇生物量和阻水面积沿垂向的分布规律

相似。 以相对高度 0. 3 为界限,芦苇茎阻水面积下

大上小,叶阻水面积下小上大,其中叶阻水面积占比

为 50% ~ 70%。 建立了芦苇生物量分层模型,芦苇

的总阻水面积和地上生物量在相对高度 0. 7 以下近

似呈均匀分布。
c.

 

最大等效曼宁糙率计算值约为 0. 300,芦苇

生长动态变化是影响等效曼宁糙率的重要因素之

一。 洪水对芦苇生长的淹水胁迫作用越大,造成的

芦苇生物量损失值越大,同水深条件下涨水时段等

效曼宁糙率值比退水时段偏大 10. 0% ~ 29. 1%。 此

外建立了非淹没状态下等效曼宁糙率与地上生物

量、相对淹没度的经验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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